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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道教用印观念的嬗变

与道教“篆书式”法印印文形变规律研究

孙志强

内容提要：古代道教的用印观念与印文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汉末至隋唐以前的

“凡篆时期”；二是隋唐以降的“天篆时期”。汉末至隋唐以前，道教法印印文样式、用印观念多

受到官印印文样式与官印制度影响，其风格与秦汉世俗官私印章类似，是道教法印印文的“凡篆时

期”；从6世纪前后开始，道教法印的材质、印文样式、法印形制、用印观念等都经历了一次明显

的嬗变，尤其是印文样式，逐渐从“凡篆式”演变至“天篆式”，6世纪以降可以称之为道教印的

“天篆时期”。“天篆式”法印印文是在损益汉代缪篆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与传统缪篆既有联系又

截然不同的独特的印文样式。“天篆时期”道教印章的功用、印文样式等逐渐与传统的官印制度、

官印印文样式拉开距离。此外，6世纪以降道教印章与世俗社会中之官私印章的区别之处还在于其

刻制、施用过程中的仪式化趋向；这种“仪式化”是构成后世道教斋醮科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营

造道教的宗教庄严性与神秘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印学与宗教学角度入手对古代道教的

用印观念、印文样式进行梳理，并从道教印探讨中国印学研究的边界与外延。

关键词：道教印　用印观念　印文样式　“天篆式”印文形变规律　仪式化

引　言

道教印是中国篆刻艺术的组成部分。在中国道教史上，从汉魏时期的早期道教开始，法印使用

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数量众多的出土与传世法印实物与法印印迹流传于今；此外，关于道教法印

的情况还见于《道藏》所载道经中的大量法印印式和印例，如《上清灵宝大法》《灵宝无量度人上

经大法》《上清玉枢五雷真文》《上清玉符五雷大法玉枢灵文》《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上清

北极天心正法》《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等都载

有数量不等的法印印例。这些道教法印实物与道经所载印例无疑对丰富中国篆刻艺术史具有较高的

价值。

近二十年，对于道教法印的研究已经引起道教研究学者的关注，突出的成果有王育成先生的

《道教法印令牌探奥》。[1]是书对道教法印与令牌做出了里程碑式的研究，使得道教法印逐渐进入

[1]　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道教法印的研究，另有洪百坚、李远国：《论

道教法印的功用与文化价值》，载《二十一世纪中国道教发展展望——茅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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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范的系统化研究进程，李俊涛《道教图像艺术的意象与思想研究》一书中关于道教法印的

探讨多受到该书影响。[1]刘合心、何建武对“北极驱邪院印”的现存情况、图像符号解读等问题做

出了探讨，也是较为重要的成果。[2]道教教内也有诸多研究，如任宗权道长《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

究》一书，将道教符印的功能分为佩戴印篆之功能和章函用印的作用两类，并对《高上神霄玉清真

王紫书大法》经文中涉及的造印式与祭印式进行了梳理。[3]但是总体来看，目前道教法印的研究者

多为宗教界学者，研究视角也多集中在宗教学角度，以印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稍显薄弱。

不论从何种角度切入，道教法印释读、印文样式分类探讨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道教学

术界对道教法印印文样式有多种分类方式，其中以王育成先生的观点影响最大王氏将其分为四类，

第一为篆书式，第二为符篆式，第三为道符式，第四为符图式。根据王氏分类观点来看，篆书式是

包括一般性的秦汉小篆与隋唐时期的九叠篆两种类型；符篆式主要指道教内部以篆书为基础创造出

来的道教文字入印，此种篆书教内称为天篆、云篆、天文、真文、神文等；道符式是指以道符入印

或模仿道符绘制的印文；符图式是指以各类图案作为印文内容的印章。[4]篆书式与符篆式这两种样

式存在一定的联系，与传统秦汉篆书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对此，笔者统称为“天篆式”印文。“天

篆式”这一概念是在梳理大量道经以后，基于道教内部的观点出发，与世俗社会中所使用的“凡篆

式”官私印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天篆特指经过道教损益后具有篆书构型的字形符号。本文重点关

注古代道教用印观念的嬗变，以及隋唐以降道教法印在刻制、施用过程的仪式化趋向；同时对“天

篆式”印文在6世纪以后形变的原则进行分析。

一、 “凡篆时期”与“天篆时期”：道教用印观念的两种倾向

1．凡篆时期：汉魏南北朝道教“近同世格”的用印观念

道教产生于中国社会之中，与世俗政治、文化、经济、习俗关系密切，尤其是早期天师道教

团往往参照世俗社会中的行政制度构建道教，这一情况可能在早期道教孕育之前就已经出现，索安

（Anna Seidel）认为：“道教产生之前一种丧葬信仰已经兴盛起来，它的‘行政’文书和契约用仿

照汉代帝国官场程序的固定格式写成。”[5]

汉末的五斗米道从创教之初即表现出对世俗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强烈兴趣。史载，五斗米道

的二十四治是以世俗官僚制度为借鉴对象而创造出来的科层组织体系，带有强烈的世俗性。陆修静

《陆先生道门科略》载：“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

所属。”[6]同样，道教神系官君也模拟世俗行政制度进行改造，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请官”

条引成书于汉代的道教神明目录《千二百官仪》，即是早期道教依据世俗行政制度所创造的道教神

[1]　李俊涛：《道教图像艺术的意象与思想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2]　刘合心、何建武：《道教符印解读》，《文博》2006年第4期。

[3]　任宗权：《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　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54—55页。

[5]　［法］索安著，吕鹏志、常虹译：《早期道教仪式》，《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页。

[6]　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道藏》第24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以下所引《道藏》无特殊说明，即指此版本，仅标注册数、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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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系。[1]吕鹏志认为：“东汉天师道仪式明显模拟了汉代或更早的世俗行政制度，将其搬进宗教

世界。”同时指出：“《千二百官仪》是仿拟汉代官职而造构的神界官吏名目，它罗列官员的方式

与记载汉代官制的《汉官》极为相似。天师道章仪模仿的是臣下上奏天子的制度，章文明显采纳了

奏书的格式和用语。”[2]

这一情况也见之于道教法印的使用中。在道教发展过程中，道教教职人员有意识地参考世俗官

印制度对道教印章体系进行改造，这一现象尤其在汉代至隋唐时期（2世纪至6世纪）最为明显，我

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道教用印观念称之为“凡篆时期”。它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印观念

受到世俗官印制度影响；二是印文样式、印材、施用方式与当时的官私印章相去不远。

世俗社会中印章最主要的使用目的与功用是“示信”，如《周礼·地官》“司市”条所载“凡

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条“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郑玄注曰：“玺节者，今之

印章也。”[3]又，《后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

始有印玺，以检奸萌。”[4]世俗社会中的这种用印观念对道教用印的影响很大，可以这样说，世俗

官印制度直接催生并影响了道教的用印观念。《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载：

师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政者所持信也。[5]

《上清灵宝大法》所说这句话很关键，可以明确读出，道教内部将印章也看作“信也”，并

指出是“亦政者所持信也”，从中可以看到道教用印观念与世俗行政制度中“政者”用印持信的观

念密切相关。在用印方面，对于为何效仿世俗官印制度，道教内部也有其合理解释。《上清灵宝大

法》记载：

《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時，

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链体，以致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

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弊，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

志，故用印之意，近同世格，亦道因时损益者也。[6]

“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的出现不得不使道教内部考虑如何取信于神系诸神、信

众，这些问题都需要借鉴世俗官印制度来化解，也就不得不借鉴“世印”从而“以救其弊”。同

[1]　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道藏》第6册，第621页。

[2]　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6—7页。与之类似的讨论还有葛兆光，他曾

指出魏晋时期“早期道教是常常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信仰者的”。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

[3]　《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司徒司市”，《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35页；卷十五“掌

节”，第741页。

[4]　《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05页。

[5]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道藏》第30册，第900页。

[6]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道藏》第30册，第900—9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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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魏晋以后，道教章表文书等日渐增多，也需要以印章来表明身份等问题。《上清灵宝大法》卷

二十七“论用诸印”条云：

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故印篆尤不可缺也。[1]

道教内部“上下反复”与“文檄渐繁”，促使道教用印观念向世俗官印制度效法，其结果是道

教用印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近同世格”。《灵宝玉鉴》卷一载：“故章表申奏关牒符檄，又必假天

府之印，以示信也。”[2]这种现象在汉魏时期早期道教中即已十分清晰，如“黄神越章”“天帝之

印”这类印章虽然有趋吉避凶的宗教用途，但是在文献中多以“示信”的功用出现，如东汉阳嘉二

年（133）《曹伯鲁镇墓文》中“何以为信？神药厌填，封‘黄神越章’之印”即是证明。[3]在“示

信”层面上，与许慎《说文解字》卷九所说印乃“执政所持信也”相同。

至于道教印章的材质、印文样式等具体内容亦受到世俗官印制度影响，在道教文献中时常见到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有关“天宝君印”的记载十分关键，云： 

右印乃元始上帝主教之印，可以镇天地、运阴阳，斡旋造化，召役万灵……此印秦始皇时

失之，后至汉代天师以凡篆易用。[4]

“天宝君印”改成“凡篆”的时间在汉代，“凡篆”即是汉

代官印的缪篆样式，今《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中尚有“天宝君

印”一印的印图（图1）。经过元末明初灵宝派道士部分改变，虽

然带有唐宋以来官印印文样式的特点，但总体构型仍保存汉代小篆

的基本样式，与同一时期印文十分不同，由此也能看出《灵宝无量

度人上经大法》所记载“汉代天师以凡篆易用”是相对可靠的。

又，《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记载了早期天师道仿造秦传国玉玺

作“阳平治都功印”的情况，云：

以玉为玺，谓之玉玺，如古者天子有八玺，秦李斯篆传国宝，文曰“皇帝受命，万世其

昌”，又圣朝所传玺，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又天师以玉为印，止称“阳平治都功

印”。[5]

[1]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道藏》第30册，第903页。

[2]　《灵宝玉鉴》卷一“用印论”，《道藏》第10册，第142页。

[3]　东汉阳嘉二年（133）《曹伯鲁镇墓文》，转引自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

1期。

[4]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道藏》第3册，第1060页。关于《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的成书情

况，详见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5]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道藏》第30册，第904页。

图1　天宝君印《灵宝无量度

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



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84

阳平治是汉代五斗米道二十四治

之一，治以祭酒为主事者。[1]这一制度

也是效仿世俗行政制度，“阳平治都功

印”印章仿照秦传国玉印不言而喻。除

道教文献记载以外，汉魏南北朝时期道

教印章的“凡篆”样式，在遗存至今的

早期道教印章如黄神类、天帝类印章

中也能得到证明（图2）。在“凡篆时

期”的道教印章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一方印章是1966年出土于镇江丹徒东晋

墓葬的道教六面铜印，印文分别为“南

帝三郎”“三五将君”“东治三师”“大一三府”“臣侨”“□□王氏”。[2]这六面印与东晋时期

官印风格样式完全一致，其中“三五将君”“东治三师”“大一三府”又明显与世俗行政制度中的

官职有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用印观念来源于世俗官印制度，不论用印目的还是印章材

质、形制、印文样式，都受到世俗官印制度的影响。要之，这一时期道教印的最大特征是尚不能突

破世俗社会中的官印样式，在印风上与官印风格类似，这也是我们将这一时期“近同世格”的道教

用印观念等称之为“凡篆时期”的缘故。

2．天篆时期：隋唐以降道教用印观念的嬗变

隋唐时期道教内部的知识、技术开始进入宗教化进程，道教对印章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简单的

“以为信志”的“近同世格”阶段，转而向宗教寓意性发展，印文样式的“凡篆”特征也开始出现

嬗变，与“世印”的差异也就拉开了，道教法印印文样式开始向自己教内特征发展，从而形成了隋

唐以后独具特色的道教法印印文体系。

有关这一转变的思想观念来源，我们可以认为它或多或少受一股潜流影响，这股潜流即是上

古以来的巫觋方术与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印章神异思想。上古以来的巫觋方术是后世道教知识、技术

的组成部分，《史记·封禅书》载胶东方士栾大曾对汉武帝言：“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

人。”[3]可知在秦代方士即将印章看作是能够“通言于神人”的工具。1972年陕西户县东汉墓葬出

土曹氏朱书解注瓶上有解除文与符图，解除文中有“何以为信，神药厌填，封‘黄神越章’之印，

如律令”。符图内容包含日、月、尾、鬼、时以及“太一锋”等，这对我们梳理6世纪以降道教用

印观念的嬗变与形成十分重要。[4]葛兆光认为这些文字与符图“上承古代神秘信仰的传统，下启后

[1]　《云笈七笺》卷二十八《二十四治》，汤一介认为：“‘治’大体上就是‘教区’，‘阳平治’是‘天师道’

最高一级的‘教区’。”汤一介：《早期道教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2]　《镇江博物馆藏古代铜印》，《文物》1983年第8期，第74页。

[3]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70页。

[4]　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

黄神之印《秦汉南北朝官印

徵存》卷五
天地使者《秦汉南北朝官印

徵存》卷五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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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道教最常用的知识和技术，如药、符、咒、印等等”。[1]到6世纪左右，这些知识和技术逐渐在道

教内部宗教化，对6世纪以降的道教印章影响甚大。《隋书》卷三十五志“经籍四”所载道教法印

已经开始发生嬗变，云：

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2]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屡为学者引述，这里有两个方面比较值得重视，一是以木为印，二是

“刻星辰日月于其上”，这两个方面表明至迟在隋代道教法印已经突破汉代官印体系，并已经开始

与图形相结合，不再表现为汉魏时期单纯的“凡篆”样式，是后世道教法印中文字与北斗、雷神等

图像相结合出现的源头，也是后世道教以雷劈木、车轴木等木材为印的先声；此外，《隋书》中所

言“吸气执之”也是与此前法印施用过程中最为显著不同的地方，可以看作是后世道教法印施用过

程中仪式化的开端。有关道教法印使用的仪式化趋向下文详论。

6世纪左右是道教“篆书式”法印印文样式变化最大的时期，葛兆光在论述道教画符时指出：

“‘字’和‘物’是一体的，因此对文字有一种神秘的信仰，觉得控制文字就能控制事物，通过调

整文字就能清理事物的秩序。”[3]从这一时期开始，道教法印印文在损益秦汉篆书的基础上开始逐

渐走向以营造宗教神秘性为目的的篆书式风格，大致可以称之为“天篆”样式。“天篆”类型的法

印印风构成了隋唐以后道教法印的基本风格，至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并且在道教内部，“天篆”与

普通官私印章“凡篆”之间作出主动的划分，“凡篆”用于世俗社会，是构成官私印章的主体，而

“天篆”之本质则是“太虚之正气”，是“天机之媾”的产物，为道教内部所独有，带有强烈的宗

教神秘性。宋代《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文》卷下“人皇符印章第八”载：

符者，真形之龙篆书也；印者，太虚之正气也，天元深旨，天机之媾，妙运至真之斡大

端，驱神鬼之祖法，摄邪妖之枢机，皆系于此印之力功，能隐形散影，藏气收神，使阴阳六变

其体，令人鬼不见其形也。[4]

从早期道教“印者，信也”的“近同世格”的用印观念，到唐宋时期道教“印者，太虚之正气

也”的转变十分重要，这种转变直接将道教用印与世俗社会中的用印观念截然划分开来，印章在道

教不再单单是凭信的工具，虽然唐宋以后，道教内部依然使用印章作为章表的凭信，但是最为主要

的施用方式、功用目的已经走向了独特的道路，法印更具神秘性与不可思议之法力。《太清金阙玉

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中“地皇神印章第一”载：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四编，第343页。葛兆光有关7世纪前道教内部“清整道教”的论述也见之于

此编。

[2]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3页。

[3]　葛兆光：《古代中国道教的修炼、仪式和方法》，《中国典籍和文化》2002年第2期，第56页。

[4]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文》卷下“人皇符印章第八”，《道藏》第18册，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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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皇神印者，以枢权尘世大地之中一切万事无不统御 焉，故印之大旨于法之先矣。[1]

在宋代，道教用印观念中有意识地拉开与世俗社会印章施用方式的记载随处可见。《上清灵宝

大法》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载道教印章的“四种不可用”，前两种是“名称近似官府者不可用，

字画兼取凡篆者不当用”。[2]第一种是针对道教入印文字内容“名称近似官府者”不可用，这是与世

俗社会官方行政机构划清界限；第二种是对印文样式“兼取凡篆者”不当用，这是与道教外部官私印

章的印文样式拉开距离，从而保持其宗教的神秘性，故而《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云：

夫行灵宝大法，须得上天玉玺印章，方能洞达杳冥，若以凡世之文，不遇真师所传，则枉

用心神终无所得。[3]

以“凡世之文”入印者是为“世间印”[4]，对于道教自然也就无甚吸引力，这又促使道教反

复主动划分其“天篆”与“世间印”的区别，如《道法会元》卷五十七“论印”载“紫光丹天之

文”“玉神洞灵”印等，云：

一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诸仙，刊系肘，男左女右，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可见……

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若印符，神异无比，非世间印也。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佩

戴印物，理在天心……三曰玉神洞灵之篆，可印符箓，去三尸九虫，祭而佩之，身入神仙。[5]

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先秦至汉代的官私印章是后世道教印和明清流派印的源头，而后两者与

先秦至秦汉官印系统的分化时间都大致在唐代开始出现萌芽，至宋代开始呈现出系统化，到元明时

期达到高峰，再到清代出现细化。就总体历史趋势来看，唐代是道教印章开始宗教化的时期，也是

文人鉴藏印出现的时期，宋代是道教用印观念完全脱离示信的发展阶段，在篆刻艺术性上，宋代诸

如米芾等人已经开始有明确的印学艺术主张。中国印学的宗教化与艺术化何以几乎同时出现于一个

时期，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二、天篆：隋唐以降道教“篆书式”法印印文形变规律举隅

道教法印中符图式、符箓式印文因其多为教内传播，并约定俗成，大多诡异奇谲，难以准确阐

释其宗教含义，即便是 “天篆”类型样式，准确释文也相对不易。宋代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

[1]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中，《道藏》第18册，第573页。

[2]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道藏》第30册，第901页。

[3]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道藏》第3册，第1095页。

[4]　《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论印”条，《道藏》第29册，第149页。

[5]　《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论印”条，《道藏》第29册，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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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本法印篆品”云：“其文则天章云篆也，六字之中，虽近字体而不可皆识。”[1]这一方面的

工作，王育成有重要的突破。[2]

道教印章印文并非突然出现，也并非某个人凭空创造，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由道教教内反

复认同的结果，尤其是“天篆式”印文样式，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梳理“长时段”中的道教印文样

式，即可清晰看出所谓的“天篆”印文尚有其变化的原则可循，尤其是与秦汉篆书存在众多联系。

以下我们将这些原则概括为七点，虽然不能完全以此释读现存“天篆式”的道教法印印文，但是据

此也能看出道教印文样式变化的一些规律，现分而述之。

1．省简

“省简”的形变方式是指在秦汉小篆的字形基础上对小篆某些笔画、构件进行简化、合并，在

形体上与小篆存在众多相似之处，能够较为清晰释读。

印文“灵”字。 ，见于宋代《上清灵宝大法》卷廿七“灵书中篇”印； 、 见于元末明

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灵书中篇”印与“自然灵印章”。

印文“雷”字。 ，见于元《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五雷使院印”，雨旁笔画省简； ，

见于元《道法会元》卷五十七“禹步雷光火云大统印”； ，见于《道法会元》卷一百二十三

“三五邵阳雷公之印”，以上二字省略小篆字形下部两个“田”形，字形简化，其体势介于篆隶

之间。

2．繁化

这是与省简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字处理方式，主要表现在对秦汉小篆字形的繁化，增加文字的笔

画数量。

印文“之”字。 ，见于宋代《上清灵宝大法》卷廿七“九老仙都之印”，属于增加笔画与

繁化笔画的典型。与此相类似的另有：  ，见于南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三“上清九老

仙都之印”； ，见于元代《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仙都滋摄之印”； ，见于《道法会元》卷

一八三“九老仙都之印”； ，见于《道法会元》卷一八三“九老仙都之印”； ，见于元末明

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九老仙都之印”。

3．繁饰

在道教法印中，印文的繁饰与繁化是有区别的，繁化着重在于增加笔画数量，而繁饰主要针

对笔画形态做出过度装饰，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受到隋唐时期九叠篆官印样式的影响，唐宋之后的

道教法印印文也出现了笔画盘曲繁饰的现象；二是在印文笔画的起收之处增加某些特定符号进行装

饰。前者如下列“天”“印”“元”，后者如“使”等。

印文“天”字。 ，见于南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三“三天太上之印” ，下部典

型唐宋九叠篆官印样式； ，见于元代《道法会元》卷一八三“三天太上之印”； ，见于《道法

会元》卷二百一十“三天太上之印”；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三天

太上之印”； ，见于明代《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天宝君印”，其法类《上清灵

[1]　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十“本法印篆品”，《道藏》第31册，第398页。

[2]　王氏依据道经所载各类文字已经破译出多方印章，详见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93—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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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大法》所收“赤天大魔制邪玉文”之 。[1]

印文“印”字。 ，见于南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三“三天太上之印”； ，见

于元代《道法会元》卷一八三“三天太上之印”； ，见于《道法会元》卷二百一十“三天太上之

印”；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三天太上之印”； ，见于明代《灵

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二“天宝君印”等。

笔画盘曲重叠是道教法印繁饰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处理手法之一，此类印文另有“元”“院”等

字。 ，见于宋代《上清灵宝大法》卷廿七“元始符命”印章；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

度大成金书》卷廿五“元始符命”印； ，见于北宋末《太上救国助民总真秘要》卷二“北极驱

邪院印”。

印文“使”字， ，见于元代《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五雷使院印”，“使”字末笔起笔处

进行繁饰；印文“都”字， ，见于《道法会元》卷五十七“都天大雷火印”；印文“之”字，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五雷使院印”。

4．块面化

该原则是将某些秦汉小篆构件进行块面化处理，使原本线形的笔画变为块面状形态。这种块面

化的处理方式在唐代已经出现，至迟在宋代颇为盛行，但其具体寓意目前尚不得知。

印文“印”字。 、 ，分别见于宋代《上清灵宝大法》卷廿七“九老仙都之印”“泰玄

都省印”； ，见于南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三“上清九老仙都之印”； 、

二字俱见于元《道法会元》卷一百八十三“九老仙都之印”； 、 二字俱出于“都天大雷火

印”，分别见于元《道法会元》卷五十七、卷一百二十三； ，见于传元代（？）《上清天枢

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都天大雷火印”；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

“五雷使院印”。

印文“雷”字。 ，出自宋代“雷霆都司之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转引自王育成《道教

法印令牌探奥》一书； ，见于元代《道法会元》卷一百二十三“都天大雷火印”； ，见于传

元《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都天大雷火印”；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济度大成

金书》卷廿五“五雷使院印”； ，时代不详，出自“雷霆都司之印”，转引自王育成《道教法

印令牌探奥》，私人收藏。值得注意的是，王育成先生在《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一书中，对 字

形有过阐释。王文认为：“上部保持雨旁的基本形态，下部的田字却依雷公持斧的宗教传说，制成

有空的斧钺之形，作 、 、 等形状。”[2]笔者十分认同这种解释，笔者在阅读《道法会元》时

发现卷五十七云：

雷霆都司乃北帝专司之所，列官分职，佐玉机之政，凡世间水潦旱魃，悉请玉枢院禀听施

行，至于雷霆斧钺，庆赏刑罚，有条不紊，悉有司存，天心有雷，但不专耳。[3]

[1]　《上清灵宝大法》卷十四“赤天大魔制邪玉文”，《道藏》第30册，第789页。

[2]　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108页。

[3]　《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上清玉符五雷大法玉枢灵文》“雷霆分司”，《道藏》第29册，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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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道法会元》所说，“雷霆都司之印”中的块面应为“雷霆斧钺”，其主掌“庆赏刑罚”

等事。

5．复文

道教中的复文主要是指道符中文字的相互叠加重复，构成一个新的“符号”。文献中的复文

现象最早见于东汉《太平经》，《太平经》卷一百四“兴上除害复文”、卷一百五“令尊者无忧复

文”（图3）、卷一百六“德行吉昌复文”、卷一百七“神佑复文”所载即是此类。[1]在考古发现中

也能见到道符的复文现象，最典型的是陕西

户县曹氏墓葬中的解注瓶第一符（图4），该

道符下部为“日、月、尾、鬼”四字，其中

“日”字作复文形式，三个单字叠加。[2]

道符与法印的一个共性都与文字密切相

关，都是道士沟通鬼神的法器，复文现象也

出现在道教法印印文的构造之中。法印中的

复文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相同单字的重复组

合；二是不同单字的共同组合。 以下各试举

几例。

第一类是相同单字的重复组合而构成的复文。印文“太”字。 ，见于元末明初《上清灵宝

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元始一炁混沌太极之印”，左右重复“太”的字形 。

印文“之”字。 “之”字复文现象十分常见， ，见于元末明初《太清灵宝济度大成金

书》卷廿五“五雷使院之印”，字形为 单字左右反复出现； ，见于明代“雷霆都司之印”铜

印，字形为 的对称组合，贵州省博物馆藏，转引自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

印文“使”字。 ，见于元末明初《太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廿五“五雷使院印”，字形

为 的左右合文。

第二类是不同单字的共同组合而构成的复文，这与《太平经》所载“兴上除害复文”等类似，

大多出现在宋代之前，典型印例是“六戊印”。“六戊印”印文为两个不同单字的合文，分别为

、 、 、 、 、  ，释文为戊子、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见于唐末五代《黄

帝太乙八门入式秘诀》。

6．合形

道教法印中对于印文的处理方式明显受到道符的影响，除上述所说的复文现象外，另有合形的

构造方式，它来源于道教道符的散形与合形。道符的散形与合形图式在《道藏》所载道经中俯拾即

是，散形大抵是为方便书写道符，将道符拆成若干部分，并对每一部分的内容、咒语进行标示；合

形是将每一部分进行组合而成一个道符整体。合形在道经中有称为聚形的，含义相同。现以《上清

[1]　《太平经》卷一百四至一百七，《道藏》第24册，第524—541页。

[2]　关于户县曹氏墓出土东汉道符的研究可参见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连劭明：

《考古发现与早期道符》，《考古》1992年第12期。

图3　《太平经》卷一百五

“令尊者无忧复文”

图4　陕西户县曹氏

墓葬解注瓶第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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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大法》所收“灵宝降御万真符”（图5）为例，探讨道符中合形与法印中的合形关系。[1]“灵宝

降御万真符”的散形分为八个符号，其中 形乃三个“日”字的复文，其含义为“三阳朗照”，

形乃三个“月”字，象征“三阴三节”；此外，又如在《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十一

“斗中度命出离生死灵符”中， ，其形乃三个“天”字，其意为“三天赦宥，咸济苦魂”。[2]

由此看来，道符中每一个散形都有其本身的含义，合形之后构成更为宏大的含义。这种现象在道教

法印中也存在，下面以《玄圃山灵 秘录》卷下所收“水官印”（图6）为例[3]。该印受道符影响较

大，印最中间为 ，是三个“水”字的复文，为水多之意，《说文》卷十一云：“淼，大水

也。”《楚辞》：“饮余马于咸池兮。”王逸曰：“咸池，星名，盖天池也。《天文大象赋》：

‘天池浮津而淼漫。’” “水官印”中 之形即象征天池， 形上的 形即“日”字，

《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扶桑，入于天池。”[4]“水官印”即是取此意。 下 为

“三五”二字，“五”为复文，《史记天官书》载：“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司马承祯《索隐》

曰：“三谓三辰，五谓五星。”三辰为日月星三辰，五星乃金木水火土五星。镇江丹徒东晋墓葬出

土道教六面印，其中一面印文作“三五将君”（图7），《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录》卷二有“千二百

官侍卫四方，日月星辰三五将军临庐……”的记载[5]，可知“三五”一词与道教星辰崇拜有关。在

“水官印”中， 之形代表三辰五星之意，《玄圃山灵 秘录》记载“水官印”的材质为“雷破

槐木”，《隋书·经籍志》记载道教“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所说与“水官印”相合。

“水官印”中上部左右两侧两条盘曲线条的含义尚不明，但是通过上述阐释我们大致能够得到该印

的基本含义。“水官印”的组合方式与道符类似，可以看作有数个具备含义的散形符号合形而成，

体现出道教法印中的星辰崇拜与上古神话传说遗留。

[1]　《上清灵宝大法》卷七，《道藏》第30册，第748页。

[2]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十一，《道藏》第28册，第653页。

[3]　《玄圃山灵 秘录》卷下，《道藏》第10册，第747页。

[4]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3—234页。

[5]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录》卷二，《道藏》第28册，第437页。

图7　镇江丹徒东晋墓葬出

土道教六面印“三五将君”

图6　“水官印”《玄圃山

灵（匚+金）秘录》卷下

图5　“灵宝降御万真符”《上清灵宝大法》

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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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文组合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印章尚无图文结合现象，现存世最多的图文结合印章实物与道经中图

式多集中在宋元明时期。这类图文组合的法印，顾名思义，即指在法印中添加星辰与道教神真图像

等内容。刘仲宇在研究道教道符时，曾根据汉字造字的“六书”原则指出：“道士造符，也有自己

的‘六书’，其中‘象形’，所象为宗教幻想中的形象；‘指事’所指为想象世界中的种种相互

作用和关系。”[1]按照这样的理路，确实能

够对现存图文组合的道教印章作出阐释。贵

州省博物馆收藏两方明代道教法印（图8），

由鸟首人身之图形与文字组合而成。关于该

印中鸟首人身图形目前有不同解释，王育成

先生认为：“上部为连线三星，左侧为‘雷

霆都司’，右侧为‘北极驱邪’字样，中部

有一图形，头上有一‘王’字样，脚下踏着

一‘罡’字样，据其图形呈鸟人状与‘雷霆

都司’、‘北极驱邪’、‘王’、‘罡’等

字样，该图形应是道教神系雷部主神雷祖之

化身‘雷公’。”[2]李俊涛在王育成的研究基础上认为：“该法印是由总御北极雷霆的紫薇大帝所

掌。”[3]且不论各家对该印中间图像作出何种解释，这些图像是宗教幻想出的形象则是无可置疑

的——虽然其宗教寓意尚不能够完全清楚。在解读此类印章时，须时刻谨慎，以免阐释过度。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七个原则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在道教法印印文中，往往上述几个原则交叉

出现。道教法印实物与道经中的印图数量众多，目前尚不能做到对其全部准确地释读，这一现状的

改善，有待道教学界与印学界共同努力。

三、隋唐以降道教法印刻制、施用过程中的仪式化趋向

大凡任何一种宗教对于宗教仪式都十分重视，汤一介认为道教仪式的意义对于道教来说“是增

加宗教的神秘性和庄严性”。[4]就本文所研究的道教印章来说，汉代早期道教中，道教法印的施用

方式与官私印章类似，多为佩戴、封泥等常见形式，但是又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体现在：

古代官私印章的使用更注重施用后的结果，即重视印面的凭信、封检制度；而早期道教法印的使用

过程中，除了注重结果外，还注重施用的过程。隋唐以降，逐渐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仪式化的趋向。

以汉末“黄神越章”为例，可以看出施用过程仪式化逐渐增强的进程。东汉阳嘉二年（133）《曹

伯鲁镇墓文》中“何以为信？神药厌填，封‘黄神越章’之印”的使用方式尚同于世俗社会中官私

[1]　刘仲宇：《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6页。

[2]　转引自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117页。

[3]　李俊涛：《道教图像艺术的意象与思想研究》，第212页。

[4]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第200页。

贵州省博物馆藏明代“雷

霆都司北极驱邪”印

贵州省博物馆藏明代“雷

霆都司北极驱邪“印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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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的封检制度[1]，而广为人知的东晋《抱朴子内篇》所载古之入山之人“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

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开始将“黄神越章”封钤于地上，已与世俗印章的使用方式出现了

差异。[2]

至迟在隋唐以前，道教法印施用的仪式化倾向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某些固定的仪式。这些仪

式包含造印的仪式化、祭印的仪式化、施用过程的仪式化等。

1．造印的仪式化

造印仪式具体包含造印的印材、时间、方位、造印者要求等。成书于隋唐前后的《三皇内文遗

秘》对“太清黄神越章”云：

太清黄神越章秘印，用雷震枣木心于五月五日或春甲子日或夏丙午日刻之。凡受持印者，

以甲子日入时，净室安置印，以煎饼、柏汤、盐豉，为三楪贡献，再拜上香。今日小兆臣某上

白：“道君皇天太一使者某，今佩持宝印，愿内无疾病，外断诸妖，救护天人，除精却恶，所

求自然与道合同。”上香三启，再拜，奏还。[3]

《三皇内文遗秘》中对“太清黄神越章”的印材、刻制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即以雷震枣木心，

于五月五日，或春甲子日、夏丙午日刻制，并对受持印者的使用做出了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太

清黄神越章”法印刊刻流程、施用仪轨已经比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法印施用复杂了很多，仪式化的倾

向愈发明显。（图9）

[1]　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

[2]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页。

[3]　《三皇内文遗秘》，《道藏》第18册，第583页。关于《三皇内文遗秘》的成书时期，参见任继愈主编：《道藏

提要》，第620—621页。

图9　太清黄神越章

《三皇内文遗秘》

天皇印图《太清金阙

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

皇内秘文》卷上

人皇印图《太清金阙

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

皇内秘文》卷上

地皇印图《太清金阙玉

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

秘文》卷上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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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道教有关道教造印的仪式相较于隋唐时期复杂，《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

文》所载“天皇印”“地皇印”“人皇印”三皇内印（图10）的刻制、施用等一系列流程，都达到

了十分细致的记述。该经卷上“天条章第五”载：

凡受三皇内文者，乃受三皇内印是也。天皇上印，长四寸，阔三寸，地皇中印，长三寸五

分，阔三寸五分，人皇下印，长三寸，阔三寸，取一段雷震枣木心，不然车轴木亦可，料印材

之许，以受醮之时，安于天医之方以随坛供侍，坛四方先择一净室，外绝鸡犬女子妇人入内，

正其神，须清净沐浴，以面拜八方，然后开印。雕印之日，有风吹沙走石，聚云雾霭四方，雷

霆鸣吼两声，聒者乃开印之威兆也。[1]

三皇内印的雕刻时间为“受醮之时”，需要在天医方位设坛，并对坛之周边环境有要求，另

需要沐浴净身方可造印。此外，《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对印章储藏方式也有

明确的规定，经云：“其印即已开成，须用绯绢锦帛作囊，石水作匣，秘于严宇，藏于石室，以

顺天理也。”[2]

而至元代，造印仪式更为复杂，《道法会元》卷五十七载“论造印”云：

三元之日及春分夏至之日、庚申丁卯日，用桃木为上，雷枣亦可，令匠人素食焚香，精虔

开之，勿令人见。氐阳云：宜用坚实桃木，向东者为上，雷劈枣木为次，常用枣木又次之，若

得墓中桃木尤为神异。更能依法选吉日，命匠氏斋洁身心，志诚刊刻，仍不令僧尼、小儿、妇

女及六畜、猫犬见之。刊毕乃具香烛、素饼、酒果，志心启告，祭祝祖师、雷神，外以木匣乘

之，顿于法靖中，如遇施用，灵验无比。[3]

从以上所引隋唐至元代道教造印的论述可知，因具体印文的不同，造印的时间、印材等存在差

异，但其整个造印过程中的仪式化却相差无几。道教造印仪式的复杂化趋向是道教内部对印章神秘

性、庄严性逐渐构建的关键步骤，以此来拉开与世俗印章的距离，从而使印章成为道教内部的“天

机之媾”。

2．祭印的仪式化

隋唐以降，道教印章与世俗社会中印章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道教印章在使用前有一个祭印仪

式。对此，王育成认为：“这是一种为法印灌注神尊真炁灵光的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最关键的仪式和

步骤。”[4]

[1]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上，《道藏》第18册，第571页。关于该经的成书时间，参见任继

愈主编：《道藏提要》，第619页。

[2]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上，《道藏》第18册，第571页。关于该经的成书时间，参见任继

愈主编：《道藏提要》，第619页。

[3]　《道法会元》卷五十七“论造印”，《道藏》第29册，第151页。

[4]　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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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教祭印仪式而言，整个过程是相对较为复杂的，包含时间、方位、祭品选择、侍卫等内

容。《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祭印法”云：

师曰：印券乃三天灵章，高真符契，动有玉女侍卫，用则有灵官典禁，事随印用，不可超

越。凡祭印之法，用枣汤、净茶各十二分，明灯十二盏，钱马各十二分，布列于天门之下，至

星宿朗时，法师具衣冠，精心上香，双手掐中指中，取十方气吹身，变神为灵宝天尊。顶碧玉

七晨交泰冠、青羽飞云之衣、朱履绛裙，佩灵宝三境神剑，负五色圆象，丁立南面，布八卦朝

天罡，回身面天门礼，三拜兴身，默奏上帝，言所传法印几颗，今择某日，依法醮祭，伏忘三

尊，俯垂洞鉴，特降玄元始三气，流布于印玺之中，敕命金童玉女各二十四人，以为侍卫，令

臣用印通灵，随所感应，十方至圣，皆为证明。具启奏毕，再三礼，吸天门三气，吹于印中。

次长跪，将印逐颗双手大煞文，捧上额上敕之。[1]

此外，祭印过程中除了依法醮祭之外，还需要配合咒语，以期达到印章灵异的效果。如上引

“祭印法”后附咒语，曰：“含灵真丹耀，灵素威玄天。英玄天资安，晖阴容太化。方玄枢应大，

定卿久应祯。”[2]

《上清灵宝大法》所载祭印法并未针对某一具体印章，而在道教教内，又因具体印章不同，在

祭法上会有所变通，如对“真武印”和“雷宝印文”的祭法就存在些许差异。《秘藏通玄变化六阴

洞微遁甲真经》卷下载“真武印”二方，对此二印也有特殊的祭法。其“祭印法”云：

凡刊就二印讫时却，于甲子大会即于北辰之下，设席祝云：“奉请魁 魓 魒真君

下降，臣今依太上之法，刊造阴阳六阴洞微之印，指使玉女，惟愿威灵，先为臣悟真证盟。”

次上香，左右执印，目观北斗，闭炁取北斗真炁。次第至魁，取炁一口，吹在印上，如此每印

各三次，取炁吹之。用五色线系印把，带在左右手臂上。如祭时，及用事时，并出入一切动作

时，方带之。如非时在家，不可带，宜安于坛上供养。闲暇不祭时，不用事，只一日早晨，取

净水一盏供养为佳，不得寻常用祭。[3]

《道法会元》卷五十六载“雷宝印文”的祭印法云：

凡祭雷印，取六丙雷会之日，夜于斗枢之下，向罡列案，安排时果，不得用榴、菱、藕、

葛、甘蔗、土瓜之属。宜用茶酒一十二分，烧香，望斗枢再拜，上启斗下枢相通事舍人，祝

云：弟子今夕烧香，奉行五雷大法，度到神印，合用行使，不敢擅专，伏乞斗下枢相通事舍

人，左右都水使者，玉完童子，五雷下奏事直符今日功曹，伏愿降驾，受饮薄礼。再拜，三

酌酒，烧香，用金钱一十二分，云马一十二骑，左右手掐辰文，默念咒曰：天辅丙木，电光化

[1]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祭印法”，《道藏》第30册 ，第904—905页。

[2]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祭印法”，《道藏》第30册 ，第905页。

[3]　《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道藏》第18册，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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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斗枢降灵，变化五行。八卦通神，九州皆惊。水部束首，火怪灭形。愿降妙炁，流布九

清。急急如律令。[1]

综上三种道经，可以大致总结出道教祭印法的一般内容，如明确规定祭印时间，献祭之贡品应

为素食，祭印地点多在北斗之下，需上香与持咒。在祭印仪式中，都注重取炁吹于印上，其目的是

将北斗真气移于印上，从而使印章具备法力。这些不同印章的祭印之法在仪式上类似，可以通称为

“依法醮祭”。 

3．施用过程的仪式化

道教对法印的施用过程特别慎重，《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枢灵文》云：“非行法，印不得

开。”[2]在施用过程中，为了凸显法印的神秘性与庄严性，也注重施用过程的仪式化。一套完整的

印章施用过程的仪式应当包括出印、用印、入印等步骤，并且每个步骤都需要配合咒语施用。以

“雷宝印文”为例来看，在施用过程中首先念“出印咒”，云：

火铃宫中，烜赫交通。五方五雷，降光行风。天威四震，万恶消踪。急急如律令。 

之后复念“用印咒” ：

天皇告命，斩邪灭凶。神印一下，风火奔冲。急急如上帝律令。 

咒毕也有一系列的动作，最常见的是将雷气或北斗之气吹于印上，如，“咒毕，取雷炁吹印，

存火光万丈，上接斗枢，下注印文。存五雷电光震响天地，神霄天半青赤，吸炁入口，吹印上。”

当印章使用完毕之后，还需念“入印咒” ：

神印复巽，玉童还宫，百职守位，有召即从。急急如律令。 

最后要“封印至雷司圣前”。道教印章在多数情况下是配合道符一起使用的。在钤印于道符上

的时候，仪式化倾向更为明显。《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中“封山元天净地章

第六”载“地皇中印”的施用过程时，需将印章钤于“六丁神符”（图11）之上。云：

地皇君曰：“既居仙府，须封山净地，不令精邪犯我之境也。”取山桃板六片，长七寸，

阔三分，厚一寸，面上存皮，一面光，以新笔香墨各书六丁神符一道，在桃板上用朱砂涂印，

左手执印，向天门念地皇咒三遍，取气三口，吹于印上，用朱砂再涂印，印于六丁符上，各印

一印，将桃板镇于六绝之地，自然精邪灭迹，虎豹潜形，飞鸟不鸣，万类不现，久而居之，神

[1]　《道法会元》卷五十六《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枢灵文》，《道藏》第29册，第138页。

[2]　《道法会元》卷五十六《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枢灵文》，《道藏》第29册，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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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界之道。[1]

还有一点要指出，道教印章中也有分阴阳印的情况。在印章施用过程中，道教教职人员根据施

用对象的阴阳属性，有所区别地使用与之相对应的阴阳印章。这里的阴阳印并非世俗印章的阴文印

（白文印）与阳文印（朱文印）形制，而是特指道教印章形而上的阴阳属性，这在“真武印”中最

能体现出来。《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所收两方“真武印”印图（图12），虽然按

照世俗印章来看其形制都属于阳文印，但在是经中云：

阳印当悬左臂上，阴印当悬右臂上。日中使印，即以阳印。乃至感君侯之梦，祈雨、祈

晴、祈雪，一切象天法阳之事，即用此印，乃是丁卯、丁丑、丁亥三玉女之印也，故属阳也。

此玉女指挥，事意即随此转也，皆系阳印用事也。凡阴印即悬带右臂上，夜中使印，即取用

之，乃至求财、役鬼、祛妖，夜间求祷，地下动作，入水入幽，—切象地法阴之事，即以此阴

印印之，乃是丁巳、丁未、丁酉三位之印，故属阴也。此三玉女随印所使而转也，并系阴印用

事也。[2]

区分“象天法阳之事”和“象地法阴之事”，并对应施用不同的印章，也可以看作是仪式化强

化的一个例证。

道教法印施用的仪式化，可以看作是斋醮科仪的一部分，与世俗社会中的印章使用方式存在明

显差异，道教系统内部的法印施用已完全脱离“近同世格”的状况。这些不同于世俗社会中的法印

施用方式，逐渐在道教内部传播，形成了与世俗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印章使用体系。

[1]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中，《道藏》第18册，第574页。

[2]　《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道藏》第18册，第597页。

图12　真武印并阳印形、阴印形《秘藏通玄变

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

图11　六丁神符《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

极神章三皇内秘文》卷中



597

古代道教用印观念的嬗变与道教“篆书式”法印印文形变规律研究

余论：从道教印看印学史研究的边界与外延

什么是“印学史”？或者印学史是“什么”？它的范围有多大？这样的问题或许本身就难以有

明确答案。一个古文字学家对印学的研究可能会从释读古玺文字入手，历史学家可能会擅长以印证

史，擅长创作的篆刻家有可能会对历代印学论著中有关技法的记载保持相当的兴趣，而印人印事的

考辨、印谱著录的研究、作品风格的分析更是在印学研究中所占比例最大。以上是不是印学史的全

部分支？将上述各项合起来会是完整的印学史吗？我们习惯于篆刻作品风格的分析、印人事迹的考

辨，对印学史的构建究竟是不是首要的，这实在不好说。

回到什么是“印学史”这个问题。印学史的研究是否要将6世纪以后道教法印纳入研究范围？

如果不纳入进去，那我们的印谱为何对早期道教的“黄神越章”等印学图片反复著录研究，却不能

将后世道教的法印作为研究对象？如果纳入进去，我们会发现——后世道教的法印除了用印观念、

印文样式等与世俗官私印章截然不同，并且还有一个世俗社会中不曾有的仪式化趋向。

我们还可以将目光再次转向历史深处。在文人篆刻史上，米芾的意义毋庸置疑。他在《书史》

中，首次结合艺术性与实用性对篆刻作品的样式提出要求——“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这已经

被讨论过多次，但是在米芾的印学观念中，尚有秦汉以来的印章神异色彩乃至方术色彩。米芾在

《书史》中云：

填篆自有法，近世皆无法。如三省银印，其篆文反戾，故用来无一宰相不被罪，虽没犹

贬。中书仍屡绝，省公卿名完则朝廷安也。御史台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来少有中丞得

免者。宣抚使印从亡自制置，鲜有复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1]

米芾的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汉代相印术，汉魏时期有多种《相印经》流传于世。[2]而以印章占

卜吉凶之术在米芾生活的时代，虽然不能肯定十分流行，但是至少在士人观念思想中留有遗存。宋

代《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十三引《相印经》云：

《相印经》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印欲得周正，上稳下平，光明洁清，如此皆吉。”[3]

从《太平御览》引《相印经》可知，至少在宋代，尚能见到《相印经》的部分内容。这一思想

并非只是米芾特有，俞樾在《茶香室续钞》卷二十一中特列“印主吉凶”一条，云：

宋米芾《书史》云：“三省银印，其篆文皆反戾……”按古有《相印经》，不传其法，据

[1]　米芾：《书史》，《美术丛书》二集第一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2]　汉魏时期成书并广为流传的《相印经》，至少有三种，见于《三国志》卷九、《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清姚

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三等。

[3]　李昉编纂，任明、朱瑞平、聂鸿音校点：《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十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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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以篆文断吉凶，今刻印者，但求美观，不复知此矣。[1]

以上论述提示我们，即便是我们所认为的文人印论中，也无法完全与印章的神异思想等完全剥

离。这又在提示我们，如果论述米芾的印学思想时，流传千年的印章神异暗流是否要纳入米芾的印

学体系中予以考察？我们认为，完整的米芾的印学思想不仅仅包含对文人篆刻艺术的论述，同样也

要将这些今天看来荒诞不羁的观念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至于研究者是否支持赞同这些观点则是另

一回事，非如此，则不能说完全理解米芾的印学观点。

要之，我们认为，古代这些思想观念是构成印学史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不清理此类观念思

想与印学的关联，我们的印学史总归是不那么完整的——这从米芾论印显而易见。对于道教法印及

其用印观念等内容，恐怕今天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我对赵世瑜的一段话抱有十分的感慨：“我们

为什么不假思索地选择属于某一个断代的问题来做研究，比如秦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两

税说、康乾盛世或者洋务运动？是因为这些题目有意义，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是学秦汉史、隋唐史、

明清史或者近代史专业出身？有没有一种可能，即许多人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某个专业具体专业，

便终身在这个领域内选择题目，而如果由于研究意义所在而跨越专业界限，便可能会视为不可思

议？”[2]

我们还要反复强调一句话——道教印是构成古代中国篆刻艺术的一部分，道教内部对于印学的

阐释是印学史的外延。在今天的印学研究中，宗教、习俗、观念、思想等方面的探讨或许还未得到

应有的关注，对于道教印等内容的探讨尚待进一步地推进。

（作者系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1]　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60页。

[2]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

页。


